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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欣彧，冰岛大学

冰岛文学专业研究生，

翻译作品有《酷暑天》。

译 文

访 谈

2016年5月的一天，我同冰岛作家埃

纳尔·茂尔·古德蒙德松如约见面，地点就

约在作家的家中。埃纳尔的房子建在雷克

雅未克东边的一座小山丘上，山景极佳。我

乘车沿路盘旋而上，心中颇感忐忑。此次拜

访，主要是为了与作家本人讨论其新作《酷

暑天》。埃纳尔是冰岛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

之一，1995年凭借小说《宇宙天使》获得了

北欧理事会文学奖，2012年又获得了瑞典

文学院北欧文学奖（文学界将其称为“小诺

贝尔奖”），因此其新作《酷暑天》自然格外

引人注目。作品于2015年在冰岛与丹麦

同时出版，在两国的读者与评论家间反响

热烈，而我将要翻译这本书。我仍在读书，

文学作品虽已看了许多，翻译却是第一次

尝试；且要翻译这样一部广受好评的长篇，

我能将它译好吗？作家会信任我吗？

作家用印着姆明的杯子为我倒了一杯

咖啡，首先问我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我

实话实说，翻译本书实非我愿。我原本想

要翻译的是另一部作品：女作家斯泰诺恩·

西古尔达多蒂尔的中篇小说《鱼的爱情》。

我向北欧文学专家石琴娥推荐这部小说，

石老师回信讨论本书之余还将另一件事嘱

托与我。时值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一世纪

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经过北欧文学评

委会的评选，《酷暑天》荣获年度最佳，石老

师便推荐我翻译此书。

《酷暑天》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趣。作

品的主人公约根·约根森是丹麦人，却到冰

岛做了两个月的国王，最后给英国人抓走，

作为囚犯被送去了塔斯马尼亚。此前在历

史课上也听过老师讲约根的事迹，当时只

觉得好笑，大概只是个自封的山大王吧？

而通过《酷暑天》我才了解，约根人生经历

之丰富已经到了超现实的程度，其故事之

精彩与波折也并不逊色于拿破仑等“改变”

世界历史的“杰出人物”。《酷暑天》另外讲

述了牧师永·斯泰因格里姆松与学者芬努

尔·马格努松二人的事迹。牧师永的自传

是冰岛文学史中的必读作品，自传中牧师

永在弥撒中阻挡岩浆的神迹令人印象颇

深，其坦诚与虔敬也十分瞩目，这部作品通

常被看作他的自辩书。牧师永饱受时人非

议，他希望以自传辩白以下三事：第一，其

妻子前夫的神秘死亡；第二，擅自分发国王

发放的救助金；第三，其晚年的再度求偶事

件，以上种种均是此前冰岛自传文学中绝

不会谈及的话题。芬努尔·马格努松可以

说是 19 世纪前半叶丹麦最有名的冰岛

人。他主要研究冰岛古代的埃达诗艺，名

声大噪，并且在丹麦王国任要职：哥本哈根

机密档案馆管理员。在事业与学术如日中

天之际，他却陷入了所谓的“如尼之辨”。

丹麦中世纪历史学家萨克索的《丹麦人的

业绩》记载，瑞典的布莱金厄有一块石板，

其上刻有如尼文字，或记载了一次重要的

北欧古代战事，奈何其上文字如今已经无

法辨认。芬努尔负责重新研究石板拓片，

突然灵光闪现，决定从右向左阅读其上

“文字”，便以为自己破解了千年谜题——

不过人们发现，其实石板上的“如尼文”只

是些自然现象，由大冰期的冰川积雪划刻

而成，不管是反着读还是正着读都没有任

何含义。

如此三人，事迹各异，领域各异，作家

却将其拼贴在一起，在小说世界中创造出

了前所未有之联系，这种大胆而有趣的创

作思想令人惊叹。面对远去的历史，作家

的写作却并非信马由缰。要知道，三位人

物的事迹均有据可考，作家在写作过程中

确实也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酷暑天》中

所叙之基本事件与历史记载并无出入。对

于译者来说，我首先要秉持的便是精确

性。这里所说的除了翻译之精确，更有历

史事实之精确。冰岛读者对上述人物颇为

熟悉，对小说中的典故与互文或能会心一

笑；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恐怕更多是将这

书当作历史著作来读的。作家根据自己的

叙事需要及安排，抽取、改写、重组历史文

献，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化之为小说的叙

事语言。作者并不按时间顺序叙事，而在

各个人物、各个历史时期之间不停跳跃

……这些写作特点都为翻译增加了难度，

比如一些有关历史事实的段落被作家单独

抽取出来，便脱离了其原本的语境，就会令

人费解。简单说，就是有些情节要读到后

面才有可能理解它在说什么。故而在翻译

之时，我时常要反其道而行，从小说叙事追

溯回原本的历史文献，复原其语境，以保证

自己能够读懂作者之意，能够全面接触书

中出现的历史事实，从而保证翻译的准确。

《酷暑天》使用了极为广泛的文献，既

有冰岛文文献，又有英文、丹麦文等，其对

于世界历史与文学、北欧历史与文学、冰岛

历史与文学的广泛指涉更是一大特色。或

许《酷暑天》太过冰岛化了，它本不是一部

献给国际读者的作品。为了让中国的读者

理解，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为该书加入了大

量注释。拿到印刷出的《酷暑天》后，我发

现似乎每一页都有一两个注释，这令我不

安。作为读者，我其实常常觉得注释会扰

乱阅读节奏，但它们对于理解作品又确有

极大的帮助。另外还有翻译惯俗的约束，

外国人名、地名必须译为中文，长长一串人

名、地名也在挑战读者的耐心。加入注释，

起码能清楚告诉读者这里该断句了，或有

些许帮助？总而言之，《酷暑天》的注释只

是为了向中国读者清晰介绍作品背后的历

史与文化背景，使冰岛读者能够轻松理解

的那些指涉也同样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简而言之，是要为中国读者解释作者为什

么写了这些话。而读者个性阅读与自我破

译的乐趣或许也因此打了折扣，若如此，我

实在要向读者致歉。

诸此种种努力，译者并非是要喧宾夺

主，而是要寻找作品中的作者。译者终究

是在翻译，他/她所要发出的该是作者的声

音；而决定着翻译的最终方式、奉献出最终

成果的人却是译者，他/她实际发出的实在

也是自己的声音。皮兰德娄的名剧《六个

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中，六个角色自行前来

寻找剧作家，向其叙说自己的故事，他们对

同样的事情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想译者

也是如此。译者带着自己的翻译走向作

者，向其讲述自己对作品与语言的理解，不

同译者之间自然会产生不同。然而这种不

同并不一定是错误，也许只是表达上的差

异。在翻译《酷暑天》的过程中，我也如此

走向作者埃纳尔。在动笔翻译前，我与作

家讨论作品的风格。这无疑是一部叙事文

学作品，《酷暑天》中没有震撼的景物风光，

没有缠绵的人物对话，没有复杂的心理描

摹，《酷暑天》中是一刻也不止息的叙事。

书中的第一叙述人“我”对叙事有着无穷的

热爱，他时而与读者亲切对话，时而喃喃自

语；时而参与进故事之中，时而置身事外，

直接引用文献，让人物自己为自己发言；他

还用复数的“我们”把阅读本书的读者也卷

入小说世界之中。《酷暑天》的叙事技术相

当复杂，而小说中的众声喧哗在译文中则

主要体现于不同人物之间的语气差异。我

需要为牧师永和约根制造不同的叙事声

音，二人更要与叙述者本人的叙事声音拉

开距离。牧师永的自传写于18世纪末，18

世纪冰岛语词汇的句式与现代冰岛语有所

差别，其自传更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因此

在翻译牧师永的部分时，我使用了一些较

为古旧的词。约根的自传写于19世纪中

期，然而其风格简明易懂，因此这部分的翻

译风格也基本是简单明了的。

翻译初稿完成后，我根据原文核查了

每一部分的译稿，整理出一份超长的问题

清单，通过邮件与作家联系。全书共6部，

每一部中我都有20多个问题。前面谈及

了《酷暑天》的庞杂文献与史实，因此这些

问题有的关乎历史事实，有的关乎文献来

源，有的关乎叙事的前后照应，有的关乎作

品的自相矛盾之处，当然还有语言上的不

解之处。我带着自己的理解与疑惑走向作

家，期待听到他真正的声音。所幸埃纳尔

不厌其烦、事无巨细地回复了我的邮件，也

逐一解答了我的问题。

无法阅读冰岛文原文的读者通过我的

译文接触到这部作品，如果仍然认为这是

一部佳作，那么我的译文应该也还没到不

堪卒读的地步吧……冰岛现当代文学中不

乏佳作，而中国读者对其仍然知之甚少。

在埃纳尔家中，我们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的《独立的人》中

苦涩倔强的冰岛农民，贡纳尔·贡纳尔松的

《降临节》中圣诞前夜的人、羊与狗，斯瓦

瓦·雅各布斯多蒂尔的《给孩子们的故事》

中为孩子“奉献”了脚趾甚至大脑的母亲，

托尔·维尔肖姆松的《未完成的正义》中在

诗意与现实、罪孽与惩罚面前徘徊的年轻

法官，弗丽达· ·西古尔达多蒂尔的《夜逝

之时》中在母亲临终床前回顾家族历史的

现代女性，松的《月亮石》中时代动荡下旁

观时代的同性恋男孩……亲爱的读者，或

许有一天你们也能结识冰岛文学中的这些

经典形象，或许在某一部作品的映照之中，

你们也能寻觅到自己。作为译者，我期待

着走向作者的路程，期待着自己的声音能

与作者的声音甜蜜地复合。那时，诗艺之

镜中映照的既是对方，亦是自己。

俄
语
文
学
的
性
别
变
迁

俄
语
文
学
的
性
别
变
迁

□
刘
文
飞

译介之旅 寻找作者的译者寻找作者的译者
□张欣彧

西山晨语

如果说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大体上是男女搭配的，那么在20世纪之前世界
各国文学史中男女作家的比例却都是严重失衡
的；如果说理想的女性主人公往往会成为男性
读者的梦中情人，那么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则
时常遭受男性同行有意无意的蔑视或排挤；如
果说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颠覆了文化领域的男
性话语霸权，那么所谓“女性文学”的定义和身
份、特质和风格却反而因之受到严重的侵蚀。俄
语文学中也同样充满此类悖论。

尽管在俄国文学史的发端之作《伊戈尔远
征记》中就有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
夫尔城头的著名哭诉，尽管创办了《万象》等文
学类期刊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被称为俄国第一位
女性作家，但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整个19
世纪俄国文学中却几乎不见女性作家的身影。
可以不夸张地说，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
学纯属男性文学。19世纪俄国文学中最著名的
女性作家作品可能要数《帕纳耶娃回忆录》，而
其作者的身份，即文坛领袖、《现代人》主编涅克
拉索夫的情人，其作品的内容，即关于当时男性
作家的“人与事”的描述，却构成一个意味深长
的隐喻。直到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随着
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苔菲等女性作家的横
空出世，俄语文学中才首次出现男女作家同场
竞技的场面。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与男女“同工
同酬”的社会大语境相关，与女科学家、女农艺
师、女拖拉机手等同时出现了“女灵魂工程师”，
即女作家，但回顾前苏联时期的俄语文学，由女
性作家创作的传世之作似乎仍旧凤毛麟角。

然而自苏联解体前后起，俄国文坛的性别
构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女作家异军突
起，堪与男性同行比肩，占据了真正意义上的半壁江山。柳德米拉·彼得
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和奥尔
迦·斯拉夫尼科娃被并称为当代俄国文学中的“女性四杰”，她们的创作
在俄国境内外都很有影响。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
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出身文学名门的托尔斯泰娅
（她是著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孙女）游走在俄国和美国各大高校
的文学系，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当代俄语文学；学
生物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国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
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
《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均引起强烈反响，也都陆续被译成汉语。奥尔迦·
斯拉夫尼科娃的长篇小说《201 7》和《脑残》也同样被译成汉语，受到中
国读者欢迎。后两位女作家先后获得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
最佳外国小说奖”，并先后访问过中国。

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的大型文学杂志纷纷私有化，著名的《十月》
杂志成为在俄联邦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第一家“独立文学期
刊”，其主编就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评论家伊琳娜·巴尔梅托娃，她在访
问北京《十月》杂志社时戏称她是“叶卡捷琳娜女皇之后的首位大型文
学期刊主编”；2009年，三位俄国青年女批评家宣布成立“波普加”文学
批评小组，小组的名称由这三位女青年姓氏的首个音节组合而成，其中
的“波”是叶莲娜·波戈列拉娅，“普”是瓦列里娅·普斯托瓦娅，“加”即阿
丽萨·加尼耶娃。这三位年轻女子都是当今俄国批评界的新星，且分别
担任《文学问题》《十月》杂志评论部和《独立报》副刊的编辑，她们模仿
流行乐队的组合方式，大胆“入侵”俄国文学中一向由男性占据主导地
位的文学批评界。她们主要以当今俄国年轻作家的作品为批评对象，她
们的文字清新亮丽，口吻尖锐大胆，吸引众多年轻读者开始阅读文学批
评文章，有人甚至因此而回忆起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中的“别车杜”组
合；201 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
学奖，在布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5位
获诺贝尔奖的俄语男性作家之后，她成为第一位用俄语写作的女性获
奖者。

文学的女性化，一如文学的校园化、网络化、通俗化等等，也是全球
范围内的文学趋势之一。在当今俄国，从文学行业从业者的角度看，在大
学文学院系教师、学术机构的文学研究者、文学报刊记者、出版社文学编
辑等职业中，女性均占据优势比例；从文学作品接受者的角度看，据说女
性已成为纯文学读者中的大多数，至少占三分之二以上。在苏联解体前
后兴起的“是否存在女性文学”、“究竟何为女性文学”的大讨论似已烟消
云散，至少不再是争论焦点，究其原因，或许因为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
整体的身份已得到普遍认同，或许由于众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因而消
解了两性文学之间的传统界线，换句话说，俄国文学的性别属性反而因
此而淡化，文学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中性”，而逐渐丧失性别特征的俄
语文学，是依然处于积极的变迁，或已经抵达必然的归宿？

“无辜的人有叫喊着要向我复仇吗？我有使其他的人流

血而亡吗？我牺牲过平民来牟利又或者祸害过他人去富裕

自己吗？人们因与我为敌就被囚禁于监狱中了吗？”

这些话或诸如此类的话出自约根·约根森之口，他在那

些不愿再听下去的人们面前试着去辩护自己的行为——而

不愿听下去的人太多了，几乎是全部。

我们称他为约伦德尔酷暑天国王，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

成了我们曾有过的惟一一位国王。可他的名字不过是约根·

约根森，和叫永·永松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叫没什么差别。

一七八〇年三月二十九日，约根出生于哥本哈根。当时

的国王是克里斯钦七世，他曾与伏尔泰通信，健康状况却着

实堪忧。那时哥本哈根还是我们的首都，克里斯钦七世还是

我们的国王。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也是个有病的。除了有病的

国王之外，我们再没被给予过什么。

我们谈论国王或是回顾自身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

可以将家族追溯到许多国王那里——特别是那些记载在古书

中的，还有那些只有我们才听说过的。

历史记载，我们曾有一次逃离了一位国王的统治，因为他

自以为比我们更加强大。这位国王是在统一挪威前不肯剪头

发的美发王哈拉尔德。我们便快马加鞭离开，落脚在了这里。

这是个简略版本，我们当然有过许多位来自挪威和丹麦

的高高在上的国王。

虽然他们在历史中也占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许多张他

们身穿滑稽制服的照片也留存了下来，但没有人能比酷暑天

国王约伦德尔更为出名。

最能显示出这一点的，便是我们几乎记不起其他真正的

国王姓甚名谁，更不必说他们的王后了，除了那些最胆大妄为

的：要是她们背着自己的男人而跟我们这些普通人厮混，或是

毒杀了她们的夫君，又或是做了其他什么更刺激的事——那

样的话我们才会去讲述她们的故事。

——张欣彧译埃纳尔·茂尔·古德蒙德松《酷暑天》

苑英奕：关于当年韩国打工文学的登场，您

能讲一下相关背景吗？

金明仁：韩国的打工文学也可以归溯到上世

纪30年代的KAPF（韩国左联）的创作，当时是

在世界共产主义思潮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以底

层打工者为素材进行了不少创作，但实际上当时

书写底层农民的作品更多。但从那时起就有了

替打工者代言、倾听底层声音的文学传统。到了

冷战时期，韩国社会在“工人”问题上十分敏感。

打工文学的正式登场是伴随上世纪60年代

后半期韩国社会产业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韩

国社会由小农中心的前近代社会逐渐进入了产

业化社会，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部分劳

动力就自然流入了城市。所以韩国上世纪60年

代后期的工人主要是投入到社会基建资本中的

劳力，都以“候鸟”的方式打工。到70年代渐渐

出现了大批常年流浪各地四处找工作的人。

苑英奕：就像作家黄皙映《去森浦的路》《客

地》中的主人公。

金明仁：是啊！黄皙映初期作品是描写流浪

工人最为典型的代表作。这批人从农村流失，但

同时由于城市的产业化程度并不高，所以他们就

成了“预备役”，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没有成熟

的技术，以个人活动为中心。例如，赵世熙的《矮

子射上去的小球》中的矮子就是这个时期流浪工

人的代表。

1970年的“全泰一焚身事件”是一个转折

点。之前打工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

多糟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是通过该事件才意

识到底层打工社会的问题。全泰一事件还带来

一个结果，部分大学生主动下工厂，在工人运动

中起到了启蒙和带头的作用。1970年代的打工

文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逐渐出现的，最初出现了

一些报告文学形态的作品。文学期刊登载了不

少平民的文章、民间叙事，也是当时的时代潮

流。这个时期出现的第一部非虚构小说就是柳

东佑的《一颗小石子的呐喊》。

80年代以后表面上貌似平静了一些，但实

际上大学生身份的“假工人”们比以前陡增，打工

文学作品相对发展起来。而这一时期评论界的

变化也十分显著，一些稳健中立的评论家在这一

时期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民众文学、打工文学的文

章。同时，这一时期也创办了很多新的期刊，主

要焦点放在底层民众、打工者问题上。

韩国的期刊时代从 1980 年中断，一直到

1987年才恢复正常。那段时间里主要出版不定

期同仁期刊，比如《现场》《现实与展望》《文学艺

术运动》《共同体文化》《实践文学》等。这就是当

年的“出版文化运动”。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重要的打工诗集——朴

劳解的《劳动的黎明》。打工小说也有不少，作者

有郑华真、方贤石等。

苑英奕：从反映底层的真情实感、反映底层

的透明度等角度来看，我更偏向于肯定底层打工

者们的书写，尽管他们没有太多的修饰与技巧，

也没有思想高度，但让人感觉底层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石汀南的作品，它所流露的真情实感让人

久久不能忘却。

金明仁：这也是打工文学的一个争论点，究

竟怎么去评价打工者自身的书写。

苑英奕：我们细谈一下当时您参与的评论界

的情况吧。记得您 1985 年发表的《知识分子文

学的危机和对新民族文学的构想》中批判了 70

年代的小资文学，对 80 年代新民族文学的写作

形式举出了 8 种具体范例，而金度渊的《为了扩

展体裁》中曾经正面向传统文学提出了挑战，要

求文学在体裁、形式、主题、素材方面从资产阶级

文学中解放出来，把工人的大字报、会报、会歌、

街头诗歌都纳入到文学中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

的回应状况？

金明仁：实际上我们的提法不只是符合韩国

状况的。凡是有过革命性工人运动的国家在文

学方面提出的改革口号都类似，德国、俄国、英国

以及中国的工人运动中都有提到，只不过我们的

提法是立足于韩国当时的现实状况的，比如韩国

的出版文化运动、工人运动、传统街头剧、街头诗

歌等。

苑英奕：在对待“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

80年代的不定期期刊和70年代传统的进步期刊

有什么异同呢？

金明仁：80年代的期刊实际上是对70年代

文学中小市民性的一种超越，更强调了文学的民

众性。尤其是诗歌和评论在80年代通过同仁期

刊得到了发展与普及，许多平民诗人、新评论家

也是此时登坛的。

苑英奕：我可以简单地将当时的评论界划分

为保守派、老左派、新左派吗？

金明仁：1980年“光州事件”之后文学界不

是没有保守派，可是保守派是无法发出声音的，

例如《现代文学》《韩国文学》等保守期刊也登载

了广义上的民众文学相关作品和文章。可以说

文学的话语权实际上已经转移给“民众文学”了。

苑英奕：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的非虚构作品

吧，当时文学界是怎么评价的？

金明仁：韩国《报告文学》是公开出版的非虚

构文学期刊，是真正从实践上验证“扩展体裁”的

文学期刊，宣告了“报告也是文学”。

韩国的第一部非虚构小说《黑暗之子》的写

作是比较复杂的，该作品首先由出身底层的李东

哲先打了草稿，后来经过作家黄皙映加工润色才

完稿，实际上是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一部作

品。但为什么大家常在举论非虚构的时候提到

这部作品，因为黄皙映本人就是最典型的深入底

层、描写底层的作家，他的作品有许多都是来自

亲身的底层经历，具备书写报告文学或手记的资

格。他不是那种坐在案前靠大脑想象底层的作

家，因此这部作品的作者无论是李东哲还是黄皙

映，大家都会认为是出自底层民众笔下。这一时

期还有一部出自作家笔下的非虚构文本，就是赵

世熙的《沉默之根源》，众所周知，他的文体向来

简洁，叙述总给人以紧迫感。

韩国的非虚构文学有着很强的参与性，90

年代到新世纪以来参与文学基本被束之高阁

了，但近几年来，文坛又出现了作家应该回归民

众现实的回潮。比如黄皙映的《黄昏时刻》，叙

述的就是韩国社会现实，例如失业青年、外来

劳动者等问题。去年出版的20多名作家合著

的《记录民众》也是对民众现实的记录报告。还

有现在文坛十分受关注的“80后”作家金爱烂，

专门描写韩国社会被边缘化的年轻人，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日趋封闭现象等。不管是什么体

裁，当今的作家逐渐又出现了回归“离开现实无

法写作”的趋势。这些文章应该也是一种记录

文学吧。

打工文学的变化也离不开现实，当今文学应

该捕捉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而是分布在社

会各个角落的被边缘化的人群。

苑英奕：是啊，边缘人群占据了社会更大的

比重，可否看成底层文学的另一种形式？

金明仁：我预期韩国文学又要踏上一个新的

台阶，现在是书写反映阶段，而下一个阶段就是

质疑为何社会会如此的阶段，再下一个阶段就会

构想出现各种多样化的应对社会情况，从而出现

韩国文学的新转机。虽然这个书写对象也是被

资本剥削下的劳动大众，但不知道能否称其为

“打工文学”了。

回望韩国打工文学风雨历程
——打工文学评论家金明仁访谈录 □苑英奕


